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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upheaval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began
 

to
 

explore
 

the
 

path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one
 

of
 

them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of
 

the
 

Kiangnan
 

Arsenal
 

to
 

translate
 

and
 

introduce
 

Western
 

books.
 

John
 

Fryer 
 

a
 

translator
 

in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introduced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achieving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he
 

achieved
 

re -

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he
 

founded
 

Ko-chih
 

hui-pien 
 

a
 

scientific
 

magazine
 

to
 

cultivate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spirit
 

among
 

the
 

public 
 

and
 

revolutionized
 

the
 

way
 

knowledge
 

was
 

generated.
 

Upon
 

examining
 

Fryer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merely
 

a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
 

discourse
 

practice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politics 
 

power 
 

and
 

cultu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ing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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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西學知識建構
———以傅蘭雅的翻譯活動為例

1,2任淑平

1四川外國語大學;
 2重慶交通大學

摘　 要:晚清政府在社會劇變的時代背景下開始探索救國之路,創辦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介西書是其中之一。 翻

譯館譯員傅蘭雅通過翻譯向中國引進西學,實現了知識的遷移;在翻譯過程中,融匯中西,實現了知識的再語境化

重構;創辦《格致彙編》,培養民眾的科學思維和科學精神,革新了知識的生成方式。 考察傅蘭雅的翻譯活動,可以

發現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與社會政治、權力、文化緊密相連的話語實踐,在晚清西學知識的加工、建構和

傳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傅蘭雅;翻譯;知識建構

基金項目:重慶市教育委員會人文社科項目「基於語料庫的江南製造局科學翻譯研究」 (專案編號 21SKGH087);重

慶市語言文字科研專案「翻譯與國家知識生產:基於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軍事知識生產的個案研究」 (專案編號

YYK24230);重慶市研究生科研創新專案「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著的傳播研究」(專案編號 CYB23268)。

一、
 

引言

晚清時期,封建統治腐朽衰落,外有西方資本主義侵略,內有各種矛盾激化,危機重重。 為走出困局,清
政府開始探索向西方學習科學和技術,1868 年創辦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介西學是其路徑之一。 翻譯館譯員

傅蘭雅(John
 

Fryer)全心投入西學翻譯與傳播的諸多方面:在翻譯館先後譯書共計 77 種,占翻譯館譯書三分

之一以上(熊月之,2010:415);創辦科普期刊《格致彙編》,啟蒙普通民眾。 筆者將結合文本與社會歷史語

境,從知識翻譯學視角對傅蘭雅上述翻譯活動作出闡釋,以揭示翻譯在知識的加工、建構和傳播中的重要

價值。

二、
 

翻譯西學著作,實現知識的遷移

傅蘭雅所供職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是晚清官辦機構,成立於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不斷深化對中國的侵略

之時,其目的是通過學習西方先進的實用科技知識,實業救國、啟蒙民心。 這一歷史背景決定了翻譯是與國

家和民族命運緊密相連的話語實踐,肩負著民富國強的重要使命。 因而這一時期翻譯館的選材,如傅蘭雅

所言(1880:13),「後經中國大憲諭下,欲館內特譯緊用之書」;而關於選材的具體操作,則是西人與華士共同

選擇所「緊用者」。 其中,「緊用者」指「政府認為急需引進的內容,包括學習西方的政法知識、便於仿造西方

的堅船利炮諸如此類的經世致用之書」(韓淑芹,2021:83)。
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職期間,傅蘭雅選擇性地翻譯了有益於中國的西學著作,據熊月之統計①,共 77

種,所翻譯的書籍「涉及數學、物理、化學、礦物學、地學、工程、製造、軍事、醫學、社會學等學科,幾乎涵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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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近代科學的每一個分支」(王紅霞,2006:2)。 其中,許多著作是首次引進,填補了中國在該知識領域的空

白。 如,軍事方面,《英國水師考》《美國水師考》等譯著較全面地向國人介紹歐美各國的海軍規模、造船能

力、軍事訓練等方面的知識,使國人對世界海軍的建設和發展發展有了初步的瞭解(皮明勇,1993:52)。 工

藝製造技術方面,《兵船汽機》《汽機新制》、《汽機必以》等譯著向國人輸入蒸汽機原理、製造方法以及輪船

方面的知識,具有很強的實用性。 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譯著較系統地介紹基礎科學理論方面的知識。 總體

而言,從軍事、工藝製造到聲光化電自然科學,傅蘭雅對西學著作的譯介豐富了中國本土的知識體系,拓寬

了國人的知識視野。
在被西方堅船利炮敲開大門的晚清中國,西學經過翻譯遷移至中國,發揮著重要價值。 《防海新論》等

海防著作譯介緣於中國海防意識缺乏、海防軍事壓力增強的社會背景,「啟蒙了近代中國的海防思想,並在

軍事科技上發揮了引領作用,有效促進中國的海防建設」(張瑞嶸,龍心剛,2020:26)。 《工程致富》 《行軍鐵

路工程》《開煤要法》《井礦工程》等工程科技方面譯著均是基於時代的迫切需求,「為生產直接服務」 (熊月

之,2010:431),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早期工業近代化。 除了對早期工業近代化有直接影響的自然科學

譯著,傅蘭雅的社會科學譯著對社會也有較大影響,「推動了中國知識界的思想解放,有力影響了當時的知

識份子」(張美平,2010:42)。 其中,《佐治芻言》是戊戌變法以前譯介西方社會政治思想最系統、篇幅最大的

一部書,出版後曾多次重版,對中國思想界曾產生很大影響,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都曾讀過(熊月之,
2010:408)。 《佐治芻言》為社會思潮的變革奠定了必要的知識基礎。

綜觀傅蘭雅的翻譯活動,可以看出翻譯並非一種個人消遣,而與社會和歷史緊密相連。 在晚清「自強」
「求富」的歷史語境下,傅蘭雅的西學翻譯活動與社會發展的需要互相呼應。 而作為知識遷移媒介的翻譯,
「既不是社會與政治發展的副產品,也不僅僅是社會與政治發展的結果,更不是文本與人互動的副產品,它
是使得這些發展和運動成為可能的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Baker,

 

2006:
 

1)。

三、
 

調適中西差異,實現知識的再語境化加工與重構

考察西學到達中國之初的社會歷史語境,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19 世紀後半期,清政府閉關自守

的對外政策客觀上阻礙了中國與西方的知識交流。 國人對「知識」的認知仍停留在傳統的孔孟老莊的「聖賢

書」層面。 知識是靜態的、穩定的、封閉的。 第二,舊有的人才選拔制度———科舉制度決定了以儒學為代表

的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在當時的主導地位,用傅蘭雅的話說(熊月之,2010:554),「如近來考取人才,乃以經史

辭章為要,而格致等學置若罔聞」,難怪傳統士子「對與科舉考試內容無關的知識漠不關心,對近代社會發展

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和技術知識不甚瞭解,對外國發展情況更是一無所知」(陳超凡,2017:66)。 第三,從知識

體系本身來說,西學與中國傳統知識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系統。 聲、光、電等西學知識是人類通過觀察、實
驗獲得的經驗知識(empirical

 

knowledge),是外在的「聞見之智」;而中國傳統知識則是注重人的道德品行修

養的知識,是內在的「德心之智」(陳超凡,2017:66)。
在此背景之下,西學知識經由翻譯、遷徙、抵達中國,這就涉及知識的再語境化,也是「一個地方性知識

的世界性認同問題」(楊楓,2022a:2)。 如前所述,中國地方性知識具有封閉性、儒學在當時社會居主導地

位、西學與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存在差異,這就決定了西學知識與中學接觸之初必然遭遇碰撞、衝突、矛盾,而
西學知識在中國成為普遍性知識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經由陌生化學習、選擇性吸收和創造性重構」的過

程(楊楓,2022b:1)。 傅蘭雅對當時的社會語境、中西學之間的矛盾有清晰的認知,深知翻譯不只是語言層

面詞句的轉換,而會「受到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魏麗傑,2023:71)。 於是嘗試調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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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差異,按照 David
 

Reynolds 的說法(1991:38),「把科學納入中國各傳統哲學範疇」,對西學知識進行了一

系列加工與重構,使之與中國本土有機融合,成為普遍性知識。
在認識論上,傅蘭雅通過建構西學與中國實學的關聯對中西學之間的差異進行調適,以爭得西學在中

國的合法地位,促進西學在中國的吸收和認同。 實學,指踏實而有根底的學問,實用的學問。 實學以「實體

達用」為宗旨、以「經世致用」為主要內容。 中國實學思想始于宋代,於明清之際達到高潮,是儒家思想發展

的一種理論形態。 歷史上,實學的內涵幾經流變,但其內核始終不變,那就是崇實黜虛、經世致用。 在晚清,
西學雖不能完全等同於實學,但二者在價值觀、方法論等方面確有相通之處。 傅蘭雅曾言:「想要擴展(西

學)知識,首先必須考證。 若想考證獲得成功,必須踐行實學」(轉引自 Reynolds,
 

1991:
 

42)。 實學到考證再

到知識清晰地揭示了獲取知識的路徑以及知識與實學之間的緊密聯繫。 由此,傅蘭雅成功建構了西學在中

國社會語境的合法性。
此外,傅蘭雅堅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發展的眼光看待漢語,為利用中文傳達西方知識以及融匯中西

的翻譯策略建構了必要性和合理性。 語言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傅蘭雅所說,「使中國

幾千年來團結在一起、從嚴重的民族災難倖存下來、對鄰國造成有益的影響、吸納她的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

者吸納的原因之一,毫無疑問是她廣泛傳播的語言和文學」 (戴吉禮,2010:360-361)。 因而,面對伴隨列強

軍事侵略而進入中國的西學知識,充分利用漢語的力量,即以西學中譯為路徑是學習西方先進文明的最優

選擇。 除此之外,在傅蘭雅看來,通過西學中譯學習西方知識也是出於現實的考慮,中國知識階層的「自滿

文化心態」導致鮮少有人願意學習西方的語言(Bennett,
 

1967:
 

69)。 與此同時,漢語是與時俱進的語言,是
「活的語言」(戴吉禮,2010:361)。 在漢字的發展進程中,「很多字的意思發生了變化或者棄之不用了,又另

外造出了許多新字」(同上:361)。 在表達能力方面,傅蘭雅指出「漢語術語不僅能表達西方科學知識,也能

適應科學發展」(同上:379)。
基於上述認識論,在翻譯策略方面,傅蘭雅採用「化西」 (張景華,2018:28),也即融通中西的策略,對西

學知識進行加工與重構。 首先,傅蘭雅融通中西的翻譯策略體現在詞彙層面的科技術語翻譯。 我們知道在

西學知識翻譯中,科學術語的翻譯是核心,「術語是知識的濃縮和載體」 (蘇豔,2023:77)。 面對層出不窮的

泰西格致新事新理,傅蘭雅主張採用外來與本土相結合的方式翻譯術語,以促進西學知識在中國土壤的接

駁。 傅蘭雅(1880:12)指出:術語翻譯中,擬定西學「名目」,首先應沿用「華文已有之名」,若字典裡沒有,則
可查閱中國已有之格致或工藝書,又或者可以諮詢中國客商或製造或工藝等業內人士。 如漢語中確無該

名,需另設新名,則首先以漢字外加偏旁。 突出的案例是化學名詞的漢譯,如我們所熟知的鋁( aluminum)、
鎂( magnesium)、錳( manganese)、鉀( potassium)、鈉( sodium)、鈾( uranium)、鋅( zinc)、鈣( calcium)、鋇

(barium)、砷(arsenic)、碘( iodine)、鋰( lithium)、釩(vanadium)、鈦( titanium)等化學元素就是通過採用漢字

加偏旁的方式而產生的。 新名的音和形均與漢字有相似相通之處,能切實幫助讀者在心理上減少對外來新

知識的排斥以及在認知上對知識的理解障礙。 其次用描述的方法,言簡意賅地對新術語作出解釋。 如用視

覺上生動形象的「火輪船」對西方工業革命中新興的蒸汽輪船(steam-boat)進行描述,以減少國人對西方知

識領域新生事物的陌生感和疏離感。 最後是「用華字寫其西名」,即採用音譯的方式對西名進行翻譯,如對

有機化學名詞的翻譯,acetone 譯為「阿西多尼」、aldehyde 譯為「阿勒弟海特」、ether 譯為「以脫」等等(張澔,
2000:298)。 翻譯中採用音譯的方法,看似在中西學知識之間構築了一條鴻溝,在客觀上卻也有助於促進國

人對知識體系的更新。
其次,在行文層面,傅蘭雅通過與華士合譯的方式使西學知識在行文上「合于中國文法」(傅蘭雅,1880:

9),從而促進西學與中國本土的有機融合,促進西學在中國的傳播。 傅蘭雅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書採用

西人與華士合譯的模式,西人「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同上:9);「譯後,華士將初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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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潤色,令合于中國文法」(同上:9);「有數要書,臨刊時華士與西人核對」 (同上:9);「而平常書多不必對,
皆賴華士改正」 (同上:9)。 這種「西人明西書之義———西人讀成華語———華士筆述———西人與華士核

對———華士改正潤色」的「西譯中述」是「被動開放的中國在急需引進西學而又缺乏人才情況下的過渡時代」
(熊月之,2010:423)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翻譯模式,卻在客觀上為西學知識在語言行文方面符合中國文法

提供了保障,從而達到傳播和普及西學的目的。 具體案例,如 《防海新論》 譯文中詞性的轉換。 「 The
 

following
 

treatise
 

presents
 

chiefly
 

the
 

results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nd
 

observation
 

in
 

Coast-defence
 

during
 

the
 

four
 

years
 

of
 

the
 

late
 

war
 

in
 

North
 

America」(Scheliha,1868)譯為「花旗南北交戰之時,餘在南方身歷戎行

者,四年于水師戰守之事見聞較廣」 (傅蘭雅,華蘅芳,1874)。 將英語中常見的名詞結構
 

(此處為「 the
 

authors
 

experience」)轉換為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動詞結構(此處為「餘……身歷」)。 再如在《佐治芻言》的

翻譯中,傅蘭雅特別注重譯文節奏音韻與中國文法的契合,使譯文「多短句、多語氣詞的使用,不時有 4-8 字

短語,四字格、對仗、排比小句、反問句、問答式短句、辭賦體均有涉及。 如:明理修身,置之不問;不虞之備;
猝遇慌歉;束手無策;坐待國家賑恤;兄弟同室操戈,自相戕害」 (馬飛,2013:101)。 這種形式規整、語言優

美、符合中國讀者閱讀習慣的譯文為西方政治經濟學基本知識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篇章層面,傅蘭雅採用譯與評相結合的方式,有意識地介入文本,使西學在內容上、思想上、價值觀上

更貼近讀者,從而促進西學知識的吸收。 西學翻譯的原文本大多是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文本,在體裁

上屬於資訊類語篇,其翻譯以忠實傳遞原文資訊為主。 然而,實際上,譯者並沒有一味地墨守成規,而是靈

活地採用增譯、改寫等方法,「或增加情節,或發表議論」 (廖七一,2010:95),助推西學知識的接受。 如,「 It
 

was
 

a
 

set
 

of
 

ignorant,
 

reckless
 

men,
 

with
 

nothing
 

to
 

gain
 

by
 

good
 

government,
 

who
 

executed
 

the
 

horrible
 

cruelties
 

of
 

the
 

first
 

French
 

Revolution」(轉引自馬飛,2013:101)。 經增譯、改寫後,譯文為「法國第一次作亂

時,此種頑民居然把持政柄,其性情之兇暴,行事之悖逆,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 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之亂,
亦仍由此種頑民起事也」(同上:101)。 譯者通過增加巴黎公社革命爆發的時間 1871 年這一背景知識,有效

減輕了讀者的閱讀負擔;將中性的「 revolution」改寫為具有貶義情感色彩的「作亂」,對戰爭進行批判,以獲得

國人在飽受戰事之苦後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共情。 又如,「 Education
 

will
 

not
 

insure
 

virtue」 (同上:101),譯為

「每見世界之為父母,第知教子弟以文學,而于明理修身之本,置之不問」(同上:101)。 譯文算不上傳統意義

上忠實、對等的翻譯,「 virtue」 譯為「明理修身之本」,可將西學更好地融入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原文「 not
 

insure」成為「置之不問」,屬於譯者「個性化的發揮和衍義」(胡翠娥,2007:145)。 譯者借此表達自己的思想

與價值觀,那就是,教育的本質就包含提升個人的道德修養,而不應對品格素質「置之不問」,這與儒學精髓

中的仁、義、禮、智、信,儒學注重修身養性的主張高度一致。
通過以上考察可以發現,在中學占主導的、相對保守的中國文化語境下,在西學與中學兩種知識接觸、

交流的初期,傅蘭雅採用意譯、轉換、增譯、改寫等翻譯方法、融通中西的翻譯策略對中西差異進行調和,在
詞彙、行文、篇章層面均對西學知識進行了加工與重構,使之在中國的土壤迸發出蓬勃的生命力。 在此過程

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認識到,翻譯「不是機械的文字變易,而是一種再創造活動」 (劉雲虹、許鈞,2015:351);
譯者也不是亦步亦趨的文字轉換器,被動地複製原文的文字與知識,而是「調停者」 (Hatim

 

&
 

Mason,
 

2001:
 

223),是「協商者」(Nida,
 

2001:
 

121),能動地對各種變數進行調適與協商,在新的語境生產、建構新的共用

性知識。

四、
 

培養科學思維與科學精神,革新知識的生成方式

有學者指出近代以前中國在知識創新方面的不足與知識的動力生髮機制存在關聯:「中國傳統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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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載於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知識體系,知識的生髮和接續以記憶、想像與傳承為主,知識創新意識淡

薄」(蘇豔,2023:80)。 也就是說,如果僅僅把知識作為一種穩定的、靜態的「死」知識進行傳授,那麼它的生

命力將是有限的。
事實上,知識以及產生知識的體系是動態的、變化的、自我調整的。 簡言之,只有把知識看作「活」的知

識,才能推動知識的變革、生產和創造新的知識。 在創新知識的過程中,科學方法、科學思維和科學探索精

神尤為重要。 對此,傅蘭雅有清晰的認識,因而在 1875 年《格致彙編》的創刊聲明中,他頗有洞見地指出「我

要創辦一份中文科學月刊,通過介紹已經翻譯成中文的科學書籍、刊登關於科學論題的講座筆記、回答讀者

來信和可能會引起廣泛興趣的科學問題,來傳播通俗有用的科學知識和培養這個國家的探索精神,從而使

中國取得真正的科學進步」(戴吉禮,2010:3)。 這表明由傅氏創辦的《格致彙編》在傳播西學知識、啟蒙民眾

的過程中開始突破西學知識、西方器物的引介,而轉向思想層面對國人科學思維方法與科學精神的培養。
以 1877 年的「格致新法總論」為例,該部分包含了對歸納法的完整闡釋以及在此基礎上對新的科學方

法的論述。 培根指出,「人們獲得真正的科學知識必須去除各種幻想和偏見」(孫邦華,1994:60)。 科學的方

法才是獲取知識的正確途徑,「鈕敦(今牛頓)大有靈慧,司己猜度而能建立新學,……若指其光學、重學、數
學、天文等,可識全遵此法而成矣。 我確知鈕敦熟培根之書而從之,故獲大益」 (慕維廉,1877:15)。 掌握了

科學的方法,便可觸類旁通,這是對科學方法的推崇,更是對讀者科學方法論意識的培養。 又如,《格致釋

器》中(1890:3),譯自英國化學家 John
 

Joseph
 

Griffin 的「水學器」除了介紹力學知識、常用實驗儀器外,更闡

明了近代科學在本質上是實驗科學的理念,「蓋格致為泰西實學,事理故屬本乎自然,考求不妨推陳出新。
每講一事,必藉圖以名之,每驗一理,必藉器以試之。 如此,則學者清見於目、明澈於心,格致之學不難考求

也」(同上:3)。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以圖表進行驗證、以儀器進行試驗,如此,新知識的獲得就不

是難事。
此外,《格致彙編》非常注重對國民科學精神的培養。 「算學奇題」等欄目以當時不常見的題目培養讀者

認真鑽研、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 「科學家傳記」欄目,如,「美國傅蘭克令傳」對主人公的鑽研精神有過描

述,「(傅蘭克令)幼喜讀書,長習印書之業,家中藏書無多,早已遍覽于印書房,所印之書無不翻閱,俱能通

曉。 日習工作,夜對書燈,每讀至半夜方歇。 約十四歲時,自思一讀書之法」 (1877:7)。 正是由於傅蘭克令

自幼刻苦學習、博覽群書、勤於思考,才造就了他令人矚目的科學成就,這對讀者無疑是一種激勵,激勵他們

在追求科學真理的路上心無旁騖、砥志研思。
綜上所述,傅蘭雅創辦的《格致彙編》在幫助國人去除蒙昧、培養科學思維、塑造探索精神方面具有重要

價值,革新了知識的生成方式,為知識的創新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
 

結語

「翻譯因特定的社會服務功能被打上歷史的烙印」(趙國月,高曉仙,2024:122),在晚清求富求強的背景

下,翻譯與社會積極互動。 作為譯者,傅蘭雅通過翻譯引進西學知識,豐富了中國本土知識體系,推動了中

國近代化進程;翻譯過程中,傅蘭雅秉持會通中西的原則,對西學知識進行了再語境化加工與重構,促進了

西學在中國的接駁;創辦《格致彙編》,培養國人科學思維和科學方法,革新了知識的生成方式,推動了知識

的創新。 從知識翻譯學視角對傅氏的翻譯活動進行考察,可以深化我們對翻譯本質的認識:翻譯不是簡單

的語言轉換行為,而是「一種知識遷移、話語重構與價值創造活動」(覃江華,20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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